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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没落》与辜鸿铭

方 厚 升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辜鸿铭曾经享誉西方世界，引起过西方知识界的关注，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
落》并未受到辜鸿铭的影响，斯宾格勒和辜鸿铭对“文化”、“文明”及东西文化关系问题的认识

毫无交集，由此决定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批判视角之间没有关联，不具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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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辜鸿铭是清末民初的文化名人，在中西文化交
流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他虽然在国内长期被视为小

丑和怪物，但他却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大哲。在被

遗忘了数十年后，辜鸿铭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引起了
国内学术界的格外关注，人们在重新审视加在他头

上的封建顽固派“桂冠”的同时，也给予他在中国近

代学术史上应有的地位，甚至也有人尊其为国学大

师，从而掀起了一场“辜鸿铭热”。

不过，与其尊辜氏为国学大师，不如将他定性为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位杰出的开拓者更合适。综观

辜氏一生，他在中西文化交流领域的作用远大于其

国学大师的地位，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博士的评语

就颇有见地：“辜鸿铭的国学功底在于具有高瞻远

瞩地批判、理解中国思想的眼光”，“他并非纯粹的

国学家，但他只要具备理解、批判中国文化并与西方

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就足够了，因为除此之外的研

究，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１］大体上，辜氏享誉西

方主要得益于他面向西方的文化活动，“一战”的爆

发对西方知识界的震撼更使他在西方特别是在德国

红极一时。沿着这一思路，辜氏对欧洲精神界的影

响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作为欧洲上世纪初文化反

思的代表作，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也映入了人们

的眼帘，有观点认为，《西方的没落》受了辜鸿铭的

影响，不过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主张《西方的没落》受了辜鸿铭影响的学者认

为：“虽然这本书中找不到关于辜鸿铭的内容，但此

书根本的论断———西方文明已经走到了尽头———却

是受辜鸿铭影响的。”［２］１９７综观辜氏著作，他关于东

方文明优越的观点虽萌芽较早，但在中国积贫积弱、

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形势下，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追求的是西方对中国的尊重，是中西文明之间的价

值对等———“欧洲作家习惯谈论基督教文明是比远

东人民的儒家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其实这两种文明

的目标无疑是相同的，即保证人们道德的健全和在

世界上维持国民秩序”［３］１７７。

辜鸿铭明确宣称西方文明崩溃是在《中国人的

精神》一书的前言中，他提出这一主张的导火索是

“一战”的爆发。若说辜鸿铭启发了斯宾格勒，只能

是《中国人的精神》，但当《中国人的精神》１９１５年
问世、其德译本１９１６年在德国出版时，斯宾格勒《西
方的没落》上卷早已完稿。斯宾格勒在该书序言中

表示，他是在世界大战的征兆开始出现的背景下开

始构思这本书的：“这本书的整理手稿，是三年写作

的成果，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即已完成。”［４］４由此

推算，斯宾格勒最迟在１９１１年动笔写作。这样，《中
国人的精神》影响《西方的没落》的假设就很难成

立。假如说辜氏的观点对《西方的没落》有影响，只

有他的《清流传》的德文本（１９１１年出版）才有可
能，但《清流传》中也并无西方文明已经没落的表

述，相反，辜氏在《清流传》中苦苦追求的是中国传

统文化在强势的西方文化步步进逼下的生存权：

“我们是只能听任自己古老的文明被扫除净尽呢，



还是有什么办法能避免这样一场灾难？”［３］３８６由该书

的德译本———《中国对欧洲思想的抗拒》（Ｃｈｉｎａｓ
ＶｅｒｔｅｉｄｉｇｕｎｇｇｅｇｅｎｅｕｒｏｐｉｓｃｈｅＩｄｅｅｎ）中也可见端倪。

更重要的是，斯宾格勒所说的“西方的没落”与

辜鸿铭所谓“西方文明的崩溃”并非一回事。斯氏

这一结论基于他对文化有机性的认识———“每一个

文化，各有它的孩提、青年、成年和老年时期”［４］９７，

他将上述时期归纳为前后相连的文化阶段和文明阶

段，凡进入文明阶段的民族都会没落，即盛极而衰，

任何文化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每一个活生生

的文化，最后都会达到其内在与外在的完成状态，达

到其终结———这便是所有的所谓历史的‘没落’的

意义。”［４］９７斯宾格勒认为，西方文化已走过文化的

创造阶段，正处于因循守旧、物质享受的文明阶段，

没落无可避免：西方文化在“十九世纪已越过了文

化的境界，而进入了‘文明’”［４］２１３。不过，若斯宾格

勒再推论出一部“东方的没落”来，相信辜鸿铭会第

一个站出来批驳。在辜氏眼中，西方文明是“纯粹

的机械文明，没有精神的东西”［５］３０９，“社会的基础

是律师和法律———武力和欺骗，它不是一种道德的

基础”，因而，虽“是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庞大建筑

物”［５］２７９，其实“基础尚不牢固”，甚至并非“真正的

文明”［５］３０４；由于相信人的本性是恶的，西方人在生

活中只重物质索取，不讲道德正义，信奉实利至上原

则，必然陷入强权崇拜和群氓崇拜，最终走入无政府

主义、军国主义乃至战争的死胡同，“一战”的爆发

证明西方文明已彻底崩溃，唯一出路就是采纳以忠

诚为最高原则的儒家“良民宗教”。这便是辜鸿铭

轰动一时的“儒家文明救西论”。

显然，此“没落”非彼“没落”。斯宾格勒“西方

的没落”的观点属客观分析，并无价值判断，辜鸿铭

“西方文明的崩溃”则以东方道德文明优越为前提，

蕴涵着他对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不屑，很难看出两

者之间有因果联系。更进一步说，斯宾格勒和辜鸿

铭对“文化”、“文明”及东西文化关系问题的认识毫

无交集，由此决定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批判视角之

间没有关联，不具可比性。

认为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受了辜鸿铭影响

的观点有个证据：“文化和文明在他那里有明显的

划分，这与辜氏持论大抵相近。”［２］１９８这一证据疑问

颇大。“文化”和“文明”确是两人著作中的核心概

念，但含义不同。辜氏著作中，“文化”和“文明”都

曾出现，但辜氏显然并未严格区分，基本当作一个词

混同使用，他在比较东西文化时常用“文明”概念。

这种情况并非偶然，“文化”和“文明”不加区分的现

象在晚清至新文化运动以前比较普遍。［６］１５３总的说

来，辜鸿铭是较早关注文明问题的中国思想家之一，

关于“文明”的内涵及标准，他有过大量论述，但并

未做严密的逻辑限定，因写于不同时期的文章主题

不尽相同，他对“文明”内涵及标准的论述常各有侧

重，他所谓的“文明”常等同于懂礼貌和有教养、正

确的人生观、道德责任感、廉耻感、高雅的生活情趣、

文化修养等，不一而足。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他在文

明问题上始终强调“人本身的教养状态和道德水

准”［６］１５６，换言之，“文明”的真正含义在于人的精神

状态和道德修养水平，这是辜鸿铭的核心观点。

斯宾格勒对“文化”和“文明”则有严格区分，只

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把握《西方的没落》的精神实

质。他认为，“文化”和“文明”是文化发展的两个基

本阶段，每种文化都会经历从“文化”阶段向“文明”

阶段的过渡：“文明，即是文化的结论。文明到来

时，已经生成的事物，替代了生成变化的过程，死亡

跟随着原来的生命，僵化替代了原来的扩张。”［４］２９

具体说来，“文化”阶段侧重精神文化的发展，以艺

术、宗教和哲学为核心，“文明”阶段侧重物质文明

的发展，以科学和技术为核心，“文明”是已定型的

事物，死板僵化，“文化”是生成变化中的事物，充满

了活力，一种文化一旦进入“文明”阶段，就意味着

逐渐丧失了“文化”阶段的创造力，一味沿袭和继

承，却无创新和变化，必然走向没落：“文化和文

明———前者是一个灵魂的活生生的形体，后者却是

灵魂的木乃伊。”［４］２５５可以看出，斯宾格勒和辜鸿铭

心目中的“文化”与“文明”概念其实相去甚远。

在东西文化关系问题上，施宾格勒和辜鸿铭的

观点也无共性。在辜鸿铭看来，西方文化崇尚物质

力，东方文化崇尚道德力，基于中国重道轻器的传统

观念，中国的德性文化自然优越于西方的物性文化，

因此，他的基本立场是西方文明应师事东方文明，不

过，他早期多着眼于在对等的前提下为东方文明争

得生存权，后期倾向于将东方文明视为西方文明的

唯一出路；在贬斥西方文明的物质主义倾向、宣扬儒

家文明道德优越的同时，他也提倡东西文明之间优

势互补，特别是晚年，在此方面表现出了相当的世界

视野。

总体上，辜氏对东西文化关系问题的看法有鲜

明的价值评判色彩，表现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倾

向，即便他晚年主张的东西文明交流互补论也是有

条件的，它以东方文明优越论为前提，以西方文明走

向东方文明为根本方向，主张中国必须坚守自己的

道德传统。应该说，辜鸿铭凸显西方现代文明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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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主义弊端，促使西方反思自身传统，其历史功绩不

可抹杀，然而，对于西方文明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对中

国文化再生的启发意义，他却采取了消极回避的态

度，只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批判西方现代文明，却没站

在现代化的立场上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他严以待人

却宽以律己，只强调救人，却昧于救己，这是颇为遗

憾的。

斯宾格勒并未具体论述东西文化的关系，他基

本上是以更广的视野看待文化关系问题的。在他那

里，每种文化都是一个独立自存的整体，各有自己生

长的土壤，都会经历相同的发展过程，时间上的先后

并不重要，不同文化的人和事完全可有相同的意义，

因而文化无优劣之分，这就否定了西方文明中心论

和东方文明优越论，其文化观有鲜明的非中心倾向：

“在我的系统中，不承认古典文化或西欧文化，相对

于印度、巴比伦、中国、埃及、阿拉伯及墨西哥文化而

言，有何特殊的地位”［４］１４。这与辜氏立场大异其

趣。斯氏还认为，各种文化的人只能站在自己的文

化中看待一切，这决定了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基本不

可能，文化交流只是表象，相互隔绝才是本质，文化

间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也就无从谈起；更重要的是，

他认为从根本上说没有世界史，也无统一的历史发

展线索，“人类历史根本毫无意义可言，而深度的象

征意义，只存在于个别文化的生命历程中”［４］３４２，因

此，笼统地谈论世界历史或人的价值毫无意义，所谓

永恒真理、终极理想都是没有意义的话题———“世

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普遍的”［４］２２，这显然是

一种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和价值观，与辜鸿铭对儒家

永恒道德价值的推崇毫无交集，更与辜氏咬住东西

文化孰优孰劣不放松并极力向西方输出儒家文化的

做法南辕北辙。

唯一能把斯宾格勒与辜鸿铭联系起来的理由是

比较研究的方法。比较和类比是喜欢宏论中西文化

的辜鸿铭最擅长的手法，典型的如他的《清流传》，

该书中有大量关于对中西历史、政治及文化人物的

对比，虽常难免偏激、片面、牵强附会之嫌，但却也蕴

涵着新意和睿智。事实上，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对辜

氏的中西类比就印象很深，曾多次引用，上世纪初来

华游历的德国哲学家凯瑟琳（１８８０—１９４６）伯爵
（ＨｅｒｍａｎｎＧｒａｆＫｅｙｓｅｒｌｉｎｇ）也曾深受感染，其代表作
《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中多次提及。斯宾格勒

也将比较研究作为最重要的研究方法，这与他对文

化和历史研究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在斯宾格勒看

来，研究历史首先要研究历史上各种不同的文化，人

类历史就是各种文化自生自灭的舞台。一方面要弄

清各种文化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另一方面，也

要对不同文化的发展轨迹进行横向比较，找到它们

变化发展的共同规律，这才是历史研究的根本任务。

可以看出，比较研究既是斯宾格勒文化观的逻辑结

果，也是他写作《西方的没落》的必然要求，从中也

无法得出辜鸿铭曾在比较研究方法上影响过斯宾格

勒的结论。

事实上，《西方的没落》中并未出现辜鸿铭的名

字，斯宾格勒的其他著作也如此，在他有限的报告和

书信中，同样找不到关于辜鸿铭的文字。斯宾格勒

有没有读过辜氏作品？这已不得而知，但这并非问

题的关键，读过并不等于受到影响，上个世纪初，读

过辜氏作品的德国学者并不少，但不能由此说他们

都受到了辜鸿铭的影响。

综上所述，虽然斯宾格勒读过辜氏作品的可能

性是有的，但如果认为《西方的没落》的核心思想受

了辜鸿铭的影响，则言过其实，难以让人信服。认为

《西方的没落》受了辜鸿铭的影响的观点，更多地是

在斯宾格勒“西方必然走向没落”的理性结论和辜

鸿铭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西方文明已经崩

溃”的激情表白之间简单地划等号。限于时代环

境，辜氏论断常显偏激，但他对东西文化关系的思考

还是很有先驱性和启发意义的，其著作在当时的西

方知识界激起的反响即是明证，只不过这种反响其

实是见仁见智的，并非赞声一片，应深入分析，限于

篇幅，本文不能详论，但无论如何，在下具体的结论

之前，审慎的调查研究还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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